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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背景下，数字技术创新能力对城市、区域乃至全社会的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在厘清数字技术创新相关概念的基础上，以2012-2021年中国30个省份数字技术投入产出数据为研究样本，采用BBC模型和Malmquist指数模型对中国各省份和重点区域的数字技术创新效率做静态分析、动态分析和投入冗余分析。研究发现：中国数字技术创新效率发展不平衡现象严重，纯技术效率低且增长缓慢，需要建立良好的技术创新环境，优化技术管理水平，中部地区和长江经济带中游地区一直处于低水平且增长乏力,需要花大力气改善；大部分省份存在较严重的劳动冗余问题，且同一区域内的省份存在明显的劳动冗余差异，需要建立区域内统一、科学的人才管理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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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近年来，数字技术迅猛发展并在各个经济领域不断融合、渗透，使得以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为特征的数字经济如火如荼的发展起来。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数字技术可以赋能企业管理、投资、营运和人力，降低企业成本，提高创新水平，催生新的商业模式，帮助企业高质量发展[1]和绿色创新[2]。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有助于提升制造业在价值链中的层次、优化产业创新中的匹配机制和效率、助力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3]。
技术创新是以技术变革为依托，从新产品或新工艺的设想到实现市场应用的全过程[4]。对于数字技术来说，其创新成果一是其本身技术的变革，如产生的数字专利，二是在市场应用的成果，如数字经济相关产业收入。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近十年我国数字技术创新研发经费投入、人员投入在不断增加，年均增长超过10%，投入总量居世界第二。创新成果也很突出，阿里研究院发布的《2023全球数字科技发展研究报告—全球科研实力对比》数据显示，我国2012-2021年数字技术授权专利数量387989件，居世界第一；中通院发布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报告》显示我国数字产业化规模从 2011年的2.95万亿元上升到2021年的8.4万亿元，年增长率达到11%。可以看到，近年来我国整体数字技术创新保持了高投入高产出的势头。那投入的资源是否得到了相应的产出？资源是否得到了有效配置？是否存在资源浪费或产出不足现象？这就需要衡量数字技术的创新效率。对我国数字技术创新效率进行测算和评价，有助于杜弊清源，巩固数字技术研发活动的根基，匡助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的健康高质量发展。
已有研究涉及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的发展水平的测度，但尚未有对数字技术创新效率测度的研究。本文以2012-2021年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测度中国各省份及各区域的数字技术创新效率，查找中国数字技术创新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①厘清数字技术创新的概念，并在此基础上明确数字技术创新效率的涵义及其包含的内容；②从直接产出和间接产出两个方面完整测量数字技术的整体创新效率，有利于监督创新活动的全过程和提高创新活动的整体质量；③分析各个省份和各地理区域、国家重点发展战略区域的数字技术创新静态和动态效率，找出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二、文献综述与理论基础
（一）数字技术创新水平与数字技术创新效率
数字技术创新是以数字技术为底层依托，创造出新产品、新工艺、新流程、新商业模式，并实现市场应用的过程及结果1。已有文献探索了数字技术创新的实现路径和经济后果，认为企业或组织主要依靠知识获取来实现数字技术创新[5]，而技术创新的应用能够改善企业的资源整合能力、提高企业运营效率从而改善企业经营绩效[6]。数字技术的应用和数字经济的发展能够通过便捷信息传递、加速产品的匹配交易等途径提升创业活跃度，从而提升行业及城市的高质量发展[7]。因此，数字技术创新水平和创新效率对企业、行业、城市、区域乃至全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至关重要。采用科学的方法对数字技术创新水平和创新效率进行测算和评价，有助于政府或企业对数字技术资源的精准优化，促进我国数字科技和数字经济水平进一步做大做强。
已有研究探讨了如何度量数字技术创新水平。Liu et al[6]、吴非等[8]、黄勃等[1]采用文本分析法确定数字专利数量，并以此作为企业数字技术创新水平的衡量指标。李影[9]采取数字经济产业发明专利授权数量测算城市数字技术创新水平并分析了中国城市数字技术创新水平的时空演变和发展趋势。然而，类似数字专利等创新结果类的定量指标只反映创新活动的效果，忽视了创新过程的管控和投入资源的利用率，不能反映从研发投入到产出的转化效率和创新资源的配置效率，不利于监督创新活动的全过程和提高创新活动的整体质量，因此需要引入创新效率来反映了创新资源的配置效率。已有大量文献测算和研究我国上市公司、城市或区域的科技创新效率和绿色创新效率，但对于数字技术创新效率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
（二）数字技术创新效率与数字经济产出效率
随着数字经济逐步成为推动产业升级的重大突破口和经济高质量增长的重要引擎，对数字经济效率测度的研究也如火如荼的开展起来。2021年，国家统计局发布了《数字经济及其核心产业统计分类(2021)》，为衡量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提供了统计标准。中国信息通讯研究院连续九年发布《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研究报告》，对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最新态势进行量化分析，并于2023年度报告中首次研究了数字经济发展效率水平。蔡昌等[10]选取社会总GDP作为产出指标、李妍[11]选取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收入作为产出指标对中国各省份及经济区的数字经济产出效率做差异分析与动态评估；刘超等[12]采用电信业务收入、软件业务收入、电商销售额作为产出指标对长江经济带数字经济产出效率及成因进行测度和分析。王江泉等[13]选取人均数字经济增加值、软件业务收入、移动互联网接入流量和电子商务销售额作为产出指标，利用超效率DEA方法对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效率进行测度评价。高伯任等[14]提出了数字经济内生增长效率的概念，聚焦于数字化对产业的影响，以数字化产业的产值数据作为产出指标对各省份数字经济内生增长的投入产出基础变化趋势进行分析。
可以看到，数字经济发展效率、数字经济产出效率、数字经济内生增长效率等虽然名称不同，但都是以数字经济行业收入、数字经济增加值、社会总GDP等作为产出指标，测算数字技术成果在实体经济中的运用效率，是数字技术间接成果的效率核算。而数字技术创新的成果包括两大方面，一是技术创新的直接成果即相关的专利或非专利技术，二是将数字技术运用到市场中而取得的间接成果即数字经济相关产业收入。因此，数字技术创新效率既包括数字经济产出的效率，还应该包括数字技术创新的直接成果效率，即数字专利产出效率。各指标的关系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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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数字技术创新效率相关指标关系图
三、研究方法、指标选取与数据来源
（一）研究方法
数据包络分析法（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 DEA模型）是一种数据驱动的非参数效率测度方法，由于其不预设具体函数形式，且允许多种投入产出指标，被广泛运用于测算某一决策单元的投入产出效率。DEA模型根据一组决策单元（decision making unit, DMU）的投入产出数据构建有效前沿面，再根据各DMU相距有效前沿面的距离来判断各DMU的有效程度。经典的静态DEA模型主要是CCR-DEA和BCC模型，分布测度规模报酬不变和规模报酬可变下的DMU相对效率。Malmquist指数模型则可以动态评估DMU的效率变化和技术进步情况。本文选取BCC模型来测算中国30个省份（由于数据可得性与统计口径不一致等问题，剔除了西藏和港澳台地区的样本）的数字技术创新静态效率，并用Malmquist指数模型来测算其动态效率变化和技术进步情况。
1．BCC模型
Charnes，Cooper和Rhodes在1978年提出CCR模型，测算规模报酬不变下各DMU的投入产出效率,其测算的效率值通常被称为综合技术效率（Technical Efficiency，TE）。而在实际中，规模报酬往往是可变的，Banker，Charnes和 Cooper在1984前提出BCC模型，计算出的效率值剔除了规模因素的影响，因此又被称为纯技术效率（Pure Technical Efficiency，PTE）。综合技术效率和纯技术效率的比值便是规模效率（Scale Efficiency，SE），即SE=TE/PTE。本文考虑到各个决策单元投入产出的规模效益可变，且各省份会根据每年经济发展情况和资金预算等调整每年度的投入，采用产出导向的BCC模型测度中国各省份的数字技术创新效率，即测算给定投入水平下产出最大化问题。
设有n个决策单元，每个决策单元有m种投入，记为（ i=1，2，……，m），q种产出，记为（r=1, 2，……，q），要测量的决策单元为。在BBC模型中，的效率值由如式（1）的线性规划模型来计算：
     上式中，为决策单元的线性组合系数， 为投入的松弛变量，为产出的松弛变量。是一个足够小的正数，实际应用中通常设置为0.00001。模型的解（0≤≤1）为的效率值。当=1且=0，=0时，投入产出效率达到最优状态，即DEA 有效。0说明存在投入冗余问题，0说明存在产出不足问题。
2. Malmquist指数模型
CCR模型和BCC模型的缺点是只能测算DMU在某一时间段的静态相对效率，而Malmquist指数模型则可以测算DMU在不同时间段的全要素生产率动态变化情况。决策单元DMU从t期到t+1期效率的变化即Malmquist指数的表示如式（2）所示：

在式（2）中，（）为DMU在第t期的投入和产出指标，表示第k个DMU在第（t+1）的投入以第t期的有效前沿面为参照的距离函数， 表示第k个DMU在第（t+1）的投入以第（t+1）期的有效前沿面为参照的距离函数，其他表示的含义以此类推。
Fare（1994）将效率的变化即Malmquist指数分为两个部分，一是DMU自身技术效率的变化（Technical Efficiency Change，TEC），主要由管理水平提升、要素配置制度改革、规模效率等因素形成的效率提升，如式（3）所示；二是生产技术的改变（Technological Change, TC），在DEA模型中表现为有效前沿面的变化，主要是技术进步带来的效率改进，如式（4）所示。可以进一步将规模效率变化（Scale Efficiency Change，SEC）从技术效率变化指数中分解出来，形成纯技术效率变化率（Pure Technical Efficiency Change，PTEC）,DMU全要素生产率动态变化指数Malmquist指数就可以分解为纯技术效率变化、规模效率变化与技术进步三大部分，即M=PTEC×SEC×TC。


3.冗余分析
在BBC模型的基础上，可以对非DEA有效的DMU进行投入或产出冗余分析，从而找到松弛改进的具体路径。以投入冗余为例，通常采用投入冗余比例来计算在既定产出下，可以减少多少投入比例来实现更优。投入冗余的计算公式如式（5）所示。
    式（5）中，表示第k个DMU第i种投入的冗余量，表示第k个DMU第i种投入量，为投入冗余比例。对于有效DMU，投入冗余比例为0，当存在投入冗余比例不为0时，则DMU无效或者弱有效。
（二）指标选取
柯布—道格拉斯(Cobb－Douglas) 生产函数表明，资本、劳动和技术在工业生产中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因此，在考虑数字技术创新投入指标时，重点考虑劳动、资本、技术设施状况三方面因素。参考吴传清等[15]并结合数据的可获得性，选择各省份R&D（Research and Experimental Development，研究与试验发展，简称研发）人员投入、 R&D经费投入作为各省份的劳动投入和资本投入指标。由于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的发展以互联网的广泛应用为支撑，因此参考刘超等[12]的做法，选择各省的互联网普及率来衡量数字技术发展的基础设施状况。在考虑数字技术创新产出指标时，综合考虑直接成果产出和间接成果产出两方面。根据国家统计局2021年《数字经济及其核心产业统计分类(2021)》，选取与数字经济产业相关的专利即数字专利数量作为产出的直接指标；选取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年度营业收入总额作为产出的间接指标。具体指标与内涵如表1所示。
表1  数字技术创新效率测算指标体系
	指标类型
	指标名称
	指标内涵

	投入指标
	R&D人员投入
	各省份研发人员投入总数

	
	R&D经费投入
	各省份研发经费投入总额

	
	互联网普及率
	各省份互联网建设和应用情况

	产出指标
	数字专利数量
	与数字经济产业相关的专利数量

	
	数字经济产业总收入
	数字经济相关产业年度营业收入总额


（三）数据来源与说明
基于数据的可获得性，数据选取年份为2012-2021年，研究对象为中国30个省级行政区（西藏和港澳台除外）、按照地理划分的区域和国家近些年重点发展的战略区域。国家近些年重点发展的战略区域主要包括京津冀经济区、长三角经济区、长江经济带和黄河流域经济带。将长江经济带进一步划分为长江经济带上游地区、中游地区和下游地区，下游地区与长三角经济区基本吻合。黄河流域经济带进一步划分为黄河流域上游地区和黄河流域中下游地区。
[bookmark: _Hlk157006603]投入指标中，R&D人员投入和R&D经费投入数据来源于ESP中国科技数据库，互联网普及率数据来源于国泰安CSMAR数据库。产出指标中，数字专利数量根据数字经济产业分类ID从国家知识产权局进行爬取和汇总。参考陶锋等[16]，在数据爬取时参照国家知识产权局《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分类与国际专利分类参照关系表（2023）》，专利的主分类号与《数字经济及其核心产业统计分类2021》中数字经济核心各产业分类号进行匹配，匹配成功的视为数字专利。在获取数字经济产业营业收入数据时，将《数字经济及其核心产业统计分类2021》与《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分类对比，选取国泰安CSMAR数字经济数据库中的电子信息制造业主营业务收入、邮政业务总收入、电信业务总收入、软件销售收入、软件产品收入、信息技术服务收入、信息安全收入和嵌入式软件收入加总合计作为数字经济产业总收入。对于个别指标数据缺失，采取均值填充法填充。
四、中国数字技术创新效率分析
（一）中国数字技术创新投入与产出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图2为全国30个省份数字技术创新投入和支出合计趋势图。从投入指标图可以看到，各投入指标每年都在增长，R&D科研投入增长比较迅速，说明全国各地对科研重视力度越来越大，投入力度不断加大。从产出指标图可以看到，在2020年以前，数字专利数量和数字经济产业总收入总体不断上升，尤其2017年以来，数字经济产业总收入上升幅度加大，说明中国数字经济产业发展迅速。但在2021年，数字专利数量和数字经济产业总收入下降明显，说明疫情对数字技术的发展影响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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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全国数字技术投入与产出趋势图
（二）中国数字技术创新效率静态分析
对DEA 决策单元的资源配置能力及使用效率等的综合衡量为综合效率,综合效率又可以分解为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分别反映技术管理水平和是否具有最优的研发规模。为了更加清晰的界定创新效率水平，本文将效率值划分为不同的区间等级，[0，0.6）为低水平，[0.6，0.8）为合格，[0.8,1)为良好，1为DEA有效。表1是依据BCC-DEA模型测算出的2012年-2021年各省份数字技术创新效率分年度和省份的数量汇总，分别列示了各效率的全国均值、以及不同水平下的省份数量。从表1中可以看到，我国的数字技术创新效率总体呈现增加趋势，但效率有效省份占比偏低，全国平均效率达到良好的年份只有两年，说明我国整体数字技术产出效率不高。在2018年及以前，数字技术发展低水平省份较多，占全国省份的近1/3,表现良好的省份亦偏少，各省份之间发展很不均衡。2019年以来，低水平省份数量下降明显，而良好省份数量有所增加，说明省份间趋于均衡发展，与以前相比有很大进展。
将综合效率进一步分解为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后可以看到，大部分省份的规模效率在大部分年度都处在良好和有效水平，且大都处于规模效率递增和规模效率不变的状态，说明扩大研发规模可以取得较高的效率。从纯技术效率数值可以看到，数字技术创新效率不高的主要原因是纯技术效率水平不高，且各省份处于发展不平衡的状态。因此，需要进一步提高技术管理水平来提高我国的数字技术创新效率。



表1    2012-2021各省份数字技术创新效率汇总情况
	
	综合效率（TE）
	纯技术效率（PTE）
	规模效率（SE）

	年份
	均值
	低水平
	合格
	良好
	有效
	均值
	低水平
	合格
	良好
	有效
	均值
	合格
	良好
	有效
	规模报酬递增
	规模报酬不变
	规模报酬递减

	2012
	0.783 
	8
	7
	6
	9
	0.816 
	6
	6
	4
	14
	0.961 
	1
	17
	12
	18
	12
	0

	2013
	0.750 
	8
	9
	6
	7
	0.782 
	7
	8
	5
	10
	0.961 
	1
	18
	11
	16
	12
	2

	2014
	0.681 
	13
	6
	5
	6
	0.710 
	13
	5
	1
	11
	0.967 
	1
	15
	15
	15
	14
	1

	2015
	0.722 
	11
	6
	3
	10
	0.739 
	11
	4
	4
	11
	0.980 
	0
	16
	14
	16
	14
	0

	2016
	0.710 
	12
	5
	6
	7
	0.742 
	11
	4
	6
	9
	0.963 
	2
	16
	12
	17
	12
	1

	2017
	0.737 
	10
	7
	5
	8
	0.771 
	8
	6
	6
	10
	0.961 
	3
	19
	8
	21
	8
	1

	2018
	0.728 
	10
	8
	5
	7
	0.759 
	10
	6
	4
	10
	0.964 
	1
	18
	11
	19
	11
	0

	2019
	0.809 
	5
	7
	9
	9
	0.831 
	5
	6
	7
	12
	0.976 
	1
	18
	11
	20
	10
	0

	2020
	0.824 
	5
	6
	11
	8
	0.842 
	5
	6
	8
	11
	0.981 
	0
	18
	12
	16
	12
	2

	2021
	0.744 
	9
	7
	7
	7
	0.755 
	9
	6
	7
	8
	0.986 
	0
	19
	11
	17
	11
	2


注：规模效率中处于低水平的省份数量每年均为0，限于表格篇幅，略去。
    表2是按照数字技术创新效率各指标年均数做的各省份排名。可以看到，北京和江苏每年的综合效率都处于DEA有效水平，是数字技术发展的佼佼者。广东、黑龙江、新疆、辽宁、上海、陕西、云南、海南的综合效率在0.9以上，处于数字技术发展的领先行列。福建、天津、湖北、山西、河北、宁夏、河南、江西、湖南的数字技术发展相对落后，处于低水平行列，需要大力改进。
表2  各省份年均数字技术创新效率排名
	综合效率（TE）
	纯技术效率(PTE)
	规模效率(SE)

	排名
	省份
	年平均
	排名
	省份
	年平均
	排名
	省份
	年平均

	1 
	北京
	1.0000 
	1
	北京
	1.0000 
	1
	北京
	1.0000 

	2 
	江苏
	1.0000 
	2
	江苏
	1.0000 
	2
	江苏
	1.0000

	3 
	广东
	0.9979 
	3
	广东
	1.0000 
	3
	陕西
	1.0000 

	4 
	黑龙江
	0.9585 
	4
	黑龙江
	0.9629 
	4
	重庆
	0.9979 

	5 
	新疆
	0.9428 
	5
	新疆
	0.9555 
	5
	青海
	0.9966 

	6 
	辽宁
	0.9354 
	6
	青海
	0.9513 
	6
	贵州
	0.9964 

	7 
	上海
	0.9277 
	7
	云南
	0.9448 
	7
	新疆
	0.9963 

	8 
	陕西
	0.9225 
	8
	辽宁
	0.9382 
	8
	浙江
	0.9954 

	9 
	云南
	0.9101 
	9
	海南
	0.9355 
	9
	辽宁
	0.9952 

	10 
	海南
	0.9012 
	10
	陕西
	0.9327 
	10
	海南
	0.9952 

	11 
	广西
	0.8908 
	11
	上海
	0.9323 
	11
	湖北
	0.9940 

	12 
	浙江
	0.8719 
	12
	山东
	0.9290 
	12
	广东
	0.9923 

	13 
	山东
	0.8620 
	13
	浙江
	0.9226 
	13
	安徽
	0.9905 

	14 
	四川
	0.8115 
	14
	四川
	0.9126 
	14
	河北
	0.9881 

	15 
	安徽
	0.7942 
	15
	广西
	0.9064 
	15
	湖南
	0.9859 

	16 
	青海
	0.7789 
	16
	安徽
	0.8863 
	16
	黑龙江
	0.9847 

	17 
	吉林
	0.7206 
	17
	吉林
	0.7328 
	17
	四川
	0.9847 

	18 
	贵州
	0.6799 
	18
	贵州
	0.6839 
	18
	云南
	0.9831 

	19 
	内蒙古
	0.6652 
	19
	重庆
	0.6748 
	19
	甘肃
	0.9815 

	20 
	甘肃
	0.6603 
	20
	甘肃
	0.6746 
	20
	宁夏
	0.9809 

	21 
	重庆
	0.6403 
	21
	内蒙古
	0.6673 
	21
	吉林
	0.9716 

	22 
	福建
	0.5955 
	22
	福建
	0.5982 
	22
	山西
	0.9653 

	23 
	天津
	0.5823 
	23
	天津
	0.5916 
	23
	福建
	0.9593 

	24 
	湖北
	0.5686 
	24
	湖北
	0.5850 
	24
	内蒙古
	0.9564 

	25 
	山西
	0.5634 
	25
	山西
	0.5728 
	25
	上海
	0.9458 

	26 
	河北
	0.5481 
	26
	河北
	0.5525 
	26
	广西
	0.9287 

	27 
	宁夏
	0.4936 
	27
	宁夏
	0.5396 
	27
	江西
	0.9211 

	28 
	河南
	0.4512 
	28
	河南
	0.4561 
	28
	山东
	0.9043 

	29 
	江西
	0.4109 
	29
	江西
	0.4177 
	29
	天津
	0.8981 

	30 
	湖南
	0.3804 
	30
	湖南
	0.3817 
	30
	河南
	0.8276 



从区域视角分析，东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数字技术创新效率处于良好水平，西部地区处于合格水平，但中部地区处于较低水平。东部地区中，北京、江苏、广东、海南大部分年份DEA有效，处于领先水平。上海、浙江、山东处于良好水平，河北和福建处于较低水平。天津在2018年以前处于低水平，2019年以后有所改进。西部地区从2019年有很大改进，内蒙古、贵州、甘肃、青海在2019年以前处于低水平，但2019年开始步入优秀行列。重庆、四川、贵州、宁夏在大部分年份都处于合格或低水平状态，需要着重发展。中部地区的省份大部分都处于低水平状态，需要花大力气改善。国家近些年重点发展的经济战略区域中，长三角经济区处于较高水平，长江经济带上游地区、京津冀经济带和黄河流域经济带均处于合格水平，需要进一步提升。长江经济带中游地区处于较低水平，需要花大力气改善提高。
表3  2012-2021年我国数字技术创新效率区域比较
	
	地理区域划分
	国家重点发展战略区域

	年份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东北地区
	京津冀经济区
	长三角经济区
	长江经济带
	黄河流域经济带

	
	
	
	
	
	
	
	上游
	中游
	上游
	中下游

	2012年
	0.838 
	0.665 
	0.777 
	0.855 
	0.730 
	0.994 
	0.793 
	0.448 
	0.664 
	0.886 

	2013年
	0.820 
	0.669 
	0.797 
	0.839 
	0.677 
	0.975 
	0.820 
	0.414 
	0.676 
	0.716 

	2014年
	0.777 
	0.466 
	0.706 
	0.840 
	0.598 
	0.873 
	0.673 
	0.336 
	0.579 
	0.670 

	2015年
	0.760 
	0.419 
	0.771 
	0.858 
	0.637 
	0.814 
	0.817 
	0.358 
	0.622 
	0.622 

	2016年
	0.820 
	0.483 
	0.668 
	0.862 
	0.647 
	0.864 
	0.716 
	0.424 
	0.469 
	0.691 

	2017年
	0.827 
	0.489 
	0.708 
	0.964 
	0.666 
	0.895 
	0.723 
	0.518 
	0.528 
	0.619 

	2018年
	0.819 
	0.540 
	0.723 
	0.828 
	0.688 
	0.887 
	0.773 
	0.461 
	0.607 
	0.696 

	2019年
	0.864 
	0.514 
	0.878 
	0.935 
	0.801 
	0.877 
	0.864 
	0.509 
	0.819 
	0.678 

	2020年
	0.901 
	0.571 
	0.852 
	0.856 
	0.902 
	0.931 
	0.765 
	0.580 
	0.828 
	0.741 

	2021年
	0.869 
	0.546 
	0.753 
	0.880 
	0.755 
	0.875 
	0.661 
	0.485 
	0.702 
	0.678 

	平均值
	0.816 
	0.545 
	0.763 
	0.872 
	0.710 
	0.898 
	0.760 
	0.453 
	0.650 
	0.700 


注：表中地区划分依据：地理区域划分采用国家统计局的划分标准，分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长江经济带上游地区：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长江经济带中游地区：江西、湖北、湖南；长江经济带下游地区（长三角经济区）：上海、江苏、浙江、安徽黄河流域上游地区：青海、甘肃、宁夏、内蒙古；黄河流域中游地区：陕西、山西；黄河流域下游地区：河南、山东。
（三）中国数字技术创新效率动态分析
表4是根据Malquist指数模型测算的2012-2021年间全国数字技术创新效率每年的变化率。当效率值≧1时，说明效率增加或不变，当效率值<1时，说明效率下降。总效率变化可进一步分解为纯技术效率变化、规模效率变化和技术进步，分别表示技术管理水平、投入规模以及社会总体技术进步对效率值的贡献度。从表3中可以看到，2015-2020年间数字技术创新效率出现持续大幅度增长，每一年度分别增长43.42%、23.06%、20.09%、27.49%、18.83%，受疫情影响，2021年数字技术创新效率出现近50%的下跌。将Malquist指数进一步分解后发现，此效率变化的大部分都是由技术进步带来的，2015-2020年间分别为21.16%、21.87%、11%、23.4%、15.64%、15.94%，而纯技术效率的贡献大部分年度都很小，2015年稍大，为14.91%，其他年度分别为-0.04%、3.79%、2.1%、7.58%、2.53%。2021年度数字技术效率的下跌也是由纯技术效率的大幅下跌造成的，达到-50.01%。可以得到，近年我国数字技术创新效率提高的主要贡献是技术进步，而技术管理水平和资源配置效率水平提高不明显。因此，提高技术管理水平、劳动人员的素质和资源配置的效率迫在眉睫。
表4   2012-2021全国数字技术创新效率Malquist指数及其分解
	年份
	总效率变化（Malquist指数）
	纯技术效率变化（PTEC）
	技术进步(TC)
	规模效率变化(SC)

	2012→2013
	1.0287 
	0.9208 
	1.0614 
	1.0731 

	2013→2014
	0.9509 
	0.8241 
	1.1329 
	1.0117 

	2014→2015
	1.4332 
	1.1491 
	1.2116 
	1.0162 

	2015→2016
	1.2306 
	0.9996 
	1.2187 
	1.0098 

	2016→2017
	1.2091 
	1.0379 
	1.1100 
	1.0567 

	2017→2018
	1.2749 
	1.0210 
	1.2340 
	1.0144 

	2018→2019
	1.2743 
	1.0758 
	1.1564 
	1.0152 

	2019→2020
	1.1883 
	1.0253 
	1.1593 
	1.0036 

	2020→2021
	0.5008 
	0.4949 
	1.0096 
	1.0007 



表5是按照各省份数字技术创新动态效率年均值做的排名。海南、新疆、青海、内蒙古、贵州的年均总效率增长幅度最大，其数字技术创新效率有长足的进步。福建、陕西、湖南、辽宁、上海的年均产出效率增长较慢。纯技术效率的变化代表了技术管理水平的提升，大部分省份增长幅度小，有三分之二的省份处于基本不变或下降趋势。天津、广西、内蒙古、吉林、河北相对进步幅度较大，而重庆、黑龙江、福建、湖南、上海、河南、四川、宁夏、江西整体上处于下降趋势。海南、新疆、青海、广东、内蒙古有较强的技术进步优势，而湖南、江西、河北、湖北、安徽的技术进步带来的效率改进较弱，应当优化这些地区的技术引进和新技术培育政策。在规模效率变化上，江西、甘肃、贵州、宁夏、安徽有较大的规模效率改进优势，可以加大投资，而山西、福建、上海、江苏、新疆、北京、辽宁、广东整体上规模效率呈现递减趋势，可以适当减少投资。



表5   2012-2020年各省份年均数字技术产出动态效率排名
	总效率变化(Malquist指数)
	纯技术效率变化(PTEC)
	技术进步(TC)
	规模效率变化(SC)

	排名
	省份
	年平均
	排名
	省份
	年平均
	排名
	省份
	年平均
	排名
	省份
	年平均

	1
	海南
	1.3980 
	1
	天津
	1.0730 
	1
	海南
	1.3371 
	1
	江西
	1.1939 

	2
	新疆
	1.3465 
	2
	广西
	1.0563 
	2
	新疆
	1.3160 
	2
	甘肃
	1.1103 

	3
	青海
	1.3027 
	3
	内蒙古
	1.0433 
	3
	青海
	1.2587 
	3
	贵州
	1.0934 

	4
	内蒙古
	1.2924 
	4
	吉林
	1.0424 
	4
	广东
	1.2070 
	4
	宁夏
	1.0726 

	5
	贵州
	1.2759 
	5
	河北
	1.0305 
	5
	内蒙古
	1.1896 
	5
	安徽
	1.0422 

	6
	广西
	1.2698 
	6
	湖北
	1.0175 
	6
	北京
	1.1759 
	6
	青海
	1.0409 

	7
	甘肃
	1.2451 
	7
	新疆
	1.0148 
	7
	重庆
	1.1722 
	7
	云南
	1.0395 

	8
	天津
	1.2344 
	8
	山西
	1.0123 
	8
	浙江
	1.1706 
	8
	海南
	1.0354 

	9
	江西
	1.2180 
	9
	海南
	1.0109 
	9
	江苏
	1.1678 
	9
	湖南
	1.0278 

	10
	吉林
	1.2070 
	10
	辽宁
	1.0103 
	10
	黑龙江
	1.1638 
	10
	四川
	1.0266 

	11
	云南
	1.2040 
	11
	贵州
	1.0092 
	11
	广西
	1.1622 
	11
	广西
	1.0253 

	12
	重庆
	1.1901 
	12
	陕西
	1.0089 
	12
	贵州
	1.1587 
	12
	内蒙古
	1.0245 

	13
	广东
	1.1778 
	13
	云南
	1.0057 
	13
	福建
	1.1519 
	13
	湖北
	1.0241 

	14
	宁夏
	1.1759 
	14
	安徽
	1.0047 
	14
	吉林
	1.1509 
	14
	山东
	1.0198 

	15
	山东
	1.1758 
	15
	青海
	1.0038 
	15
	宁夏
	1.1485 
	15
	河南
	1.0149 

	16
	浙江
	1.1747 
	16
	山东
	1.0033 
	16
	天津
	1.1484 
	16
	重庆
	1.0127 

	17
	黑龙江
	1.1718 
	17
	浙江
	1.0025 
	17
	四川
	1.1473 
	17
	陕西
	1.0040 

	18
	北京
	1.1643 
	18
	甘肃
	1.0020 
	18
	山东
	1.1460 
	18
	吉林
	1.0038 

	19
	江苏
	1.1616 
	19
	广东
	1.0000 
	19
	云南
	1.1435 
	19
	天津
	1.0033 

	20
	山西
	1.1540 
	20
	北京
	1.0000 
	20
	山西
	1.1425 
	20
	黑龙江
	1.0023 

	21
	河北
	1.1522 
	21
	江苏
	1.0000 
	21
	辽宁
	1.1379 
	21
	河北
	1.0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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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
	1.1514 
	22
	重庆
	0.9975 
	22
	上海
	1.1350 
	22
	浙江
	1.0003 

	23
	河南
	1.1511 
	23
	黑龙江
	0.9973 
	23
	甘肃
	1.1230 
	23
	山西
	0.9990 

	24
	湖北
	1.1474 
	24
	福建
	0.9971 
	24
	河南
	1.1228 
	24
	福建
	0.9968 

	25
	四川
	1.1458 
	25
	湖南
	0.9898 
	25
	陕西
	1.1214 
	25
	上海
	0.9958 

	26
	福建
	1.1438 
	26
	上海
	0.9846 
	26
	湖南
	1.1181 
	26
	江苏
	0.9949 

	27
	陕西
	1.1407 
	27
	河南
	0.9797 
	27
	江西
	1.1169 
	27
	新疆
	0.9938 

	28
	湖南
	1.1383 
	28
	四川
	0.9745 
	28
	河北
	1.1141 
	28
	北京
	0.9906 

	29
	辽宁
	1.1316 
	29
	宁夏
	0.9727 
	29
	湖北
	1.0950 
	29
	辽宁
	0.9880 

	30
	上海
	1.1109 
	30
	江西
	0.9568 
	30
	安徽
	1.0923 
	30
	广东
	0.9757 


注：2021年受疫情影响各省份的效率均出现了大幅度下降，为了去除疫情因素对数字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在做年均值计算时，剔除2021年的数据。
表6的左半部分列示了按地理区域划分的各地区Malquist指数及其分解指标数据情况。东部地区总效率的增长在大多数年度并没有超过全国平均水平，从分解指标来看，东部地区数字技术创新效率的增长主要得益于技术进步，而由于管理水平的提升而带来纯技术效率变化幅度较低（15-20年间每年增长分别为2.9%、1.6%、1.2%、5.4%、2.7%），由于规模增长而带来的效率提升基本与零持平，基本进入规模效益不变的状态，不宜大力增加投入，而应该在降本增效、提高管理水平上找出路。中部地区2015-2017年间数字技术创新效率增长很快，但18年以后增长速度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从分解指标可以看到，2018年以来中部地区的纯技术效率每年都在下降，且由于技术进步带来的效率增长速度亦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从规模效率来看，中部地区上存在正向规模效益，可以进一步加大投资，但需要采取措施提高管理水平，并提高技术进步水平。西部地区2016-2020年数字技术创新效率的增长很快（分别为22.5%、38.6%、50.9%、26%），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017-2019年的纯技术效率增长率较高（为7.4%、17.8%），虽然未在后续年份继续维持，但说明其技术管理水平有巨大的潜力，如果汲取经验加以改善，有望进一步提升。从规模效率来看，2016年以来规模效率的增长幅度一直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分别为10.7%、2.3%、4.1%、7%），说明继续扩大投资可以带来正向的规模效益。东北地区在16-18年数字技术创新效率增长率较高，但在后续年份增长速度下降，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从分解指标来看，主要原因还是纯技术效率增长幅度的下降。从规模效率来看，基本处于规模效率不变或递减的状态，因此对东北地区的投资也应该慎重，而应该花大力气在技术管理、人才培养上来。
表6的右半部分列示了国家重点发展战略区域Malquist指数及其分解指标数据情况。2016年以来，长三角经济区的效率增长幅度一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虽然其效率在全国处于领先水平，但增长乏力。从分解指标可以看出，增长乏力的主要原因还是纯技术效率增长缓慢，在有些年份甚至出现下降的情况。京津冀经济区的效率在2018年以后出现良好的增长势头，尤其纯技术效率在18-20年出现较大幅度的提升（分别为14.5%、12.9%）。从规模效率来看，长三角经济区和京津冀经济区基本处于规模效率不变或递减的状态，可以考虑减少相应投资。2017年以来，长江经济带上游地区的产出效率出现较大幅度的增加，但在2019年以后有所回落。从分解指标中可以看到，长江经济带上游地区的纯技术效率增加势头良好，且有较高的规模效率增长，因此应该加大对长江经济带上游地区的投资力度，以保持产出效率的不断提升。2017年以来，长江经济带中游地区的产出效率增长幅度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在2017-2019年甚至出现下降。长江经济带中游地区的产出效率一直处于较低水平且增长乏力，纯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增长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要下大力气提高管理水平、要素质量和要素配置水平。其规模效益一直处于增长态势，可以考虑加大对这一地区的投资力度。2016年以来，黄河流域上游地区的产出效率增长迅速，是全国增长速度最快的区域，尤其在2017-2019年达到58.4%和55.3%，发展态势良好。其规模效率增长大部分年份处于下降水平，说明可以减少对这一地区的投资。黄河流域中下游地区表现比较平稳，2018年以来增长幅度有所下降，纯技术效率贡献较低。
表6  2015-2021全国数字技术创新效率Malquist指数区域比较
	年份
	指标
	地理地区划分
	国家重点发展战略区域
	全国均值

	
	
	东部
	中部
	西部
	东北
	京津冀经济区
	长三角经济区
	长江经济带
	黄河流域经济带
	

	
	
	
	
	
	
	
	
	上游
	中游
	上游
	中下游
	

	15→16
	TTEC
	1.273 
	1.560 
	1.082 
	0.975 
	1.358 
	1.359 
	1.020 
	1.518 
	1.069 
	1.324 
	1.231 

	
	PTEC
	1.029 
	1.122 
	0.939 
	0.876 
	1.025 
	1.040 
	0.853 
	1.037 
	1.017 
	1.113 
	1.000 

	
	TC
	1.230 
	1.300 
	1.192 
	1.114 
	1.326 
	1.262 
	1.181 
	1.315 
	1.180 
	1.179 
	1.219 

	
	SEC
	1.006 
	1.084 
	0.976 
	0.997 
	1.000 
	1.030 
	1.032 
	1.116 
	0.895 
	1.011 
	1.010 

	16→17
	TTEC
	1.147 
	1.217 
	1.225 
	1.340 
	1.126 
	1.191 
	1.169 
	1.317 
	1.254 
	1.155 
	1.209 

	
	PTEC
	1.016 
	1.015 
	1.029 
	1.190 
	1.036 
	1.012 
	1.011 
	1.141 
	0.960 
	0.963 
	1.038 

	
	TC
	1.134 
	1.099 
	1.090 
	1.126 
	1.091 
	1.132 
	1.100 
	1.083 
	1.071 
	1.139 
	1.110 

	
	SEC
	0.998 
	1.091 
	1.107 
	1.001 
	1.004 
	1.033 
	1.052 
	1.018 
	0.959 
	1.028 
	1.057 

	17→18
	TTEC
	1.226 
	1.119 
	1.386 
	1.343 
	1.171 
	1.133 
	1.361 
	0.964 
	1.584 
	1.333 
	1.275 

	
	PTEC
	1.012 
	0.965 
	1.074 
	0.970 
	1.045 
	0.973 
	1.057 
	0.880 
	1.232 
	1.113 
	1.021 

	
	TC
	1.207 
	1.108 
	1.262 
	1.363 
	1.116 
	1.129 
	1.227 
	1.077 
	1.358 
	1.167 
	1.234 

	
	SEC
	1.004 
	1.043 
	1.023 
	1.002 
	1.004 
	1.033 
	1.052 
	1.018 
	0.959 
	1.028 
	1.014 

	18→19
	TTEC
	1.236 
	0.990 
	1.509 
	1.110 
	1.198 
	1.049 
	1.342 
	1.028 
	1.553 
	1.085 
	1.274 

	
	PTEC
	1.054 
	0.940 
	1.178 
	1.048 
	1.145 
	0.955 
	1.099 
	0.980 
	1.228 
	0.981 
	1.076 

	
	TC
	1.178 
	1.040 
	1.218 
	1.090 
	1.053 
	1.088 
	1.173 
	1.017 
	1.171 
	1.112 
	1.156 

	
	SEC
	1.001 
	1.010 
	1.041 
	0.976 
	0.996 
	1.006 
	1.042 
	1.030 
	1.071 
	0.991 
	1.015 

	19→20
	TTEC
	1.146 
	1.167 
	1.260 
	1.107 
	1.195 
	1.104 
	1.107 
	1.133 
	1.335 
	1.182 
	1.188 

	
	PTEC
	1.027 
	1.098 
	0.983 
	1.029 
	1.129 
	1.037 
	0.919 
	1.101 
	1.015 
	1.041 
	1.025 

	
	TC
	1.107 
	1.045 
	1.198 
	1.090 
	1.067 
	1.060 
	1.221 
	1.020 
	1.317 
	1.107 
	1.159 

	
	SEC
	1.009 
	1.018 
	1.070 
	0.991 
	0.997 
	1.005 
	0.985 
	1.010 
	0.999 
	1.027 
	1.004 

	20→21
	TTEC
	0.632 
	0.416 
	0.441 
	0.453 
	0.648 
	0.653 
	0.463 
	0.424 
	0.374 
	0.477 
	0.501 

	
	PTEC
	0.622 
	0.413 
	0.433 
	0.461 
	0.614 
	0.651 
	0.436 
	0.424 
	0.374 
	0.469 
	0.495 

	
	TC
	1.017 
	1.000 
	1.010 
	1.000 
	1.041 
	1.005 
	1.027 
	1.000 
	1.000 
	1.006 
	1.010 

	
	SEC
	0.995 
	1.008 
	1.006 
	0.984 
	0.999 
	0.998 
	1.028 
	0.998 
	1.001 
	1.012 
	1.001 


    数据来源：作者计算整理，表中区域划分依据与表3一致。限于表格篇幅，只计算了2015年以来的Malquist指数变化情况。
五、数字技术投入冗余分析
根据BBC模型和公式（5），可以进一步对各省份数字技术投入的冗余进行分析。数字技术的投入主要是劳动投入、资本投入和互联网投入，可以分别计算劳动冗余比例、资本冗余比例和互联网冗余比例来进一步分析各省份存在的投入冗余问题。测算后数据表明，中国2012-2021年劳动冗余比例平均为8.79%，资本冗余比例平均为5.05%，互联网冗余比例平均为5.02%。可以看到，我国的数字技术投入整体存在冗余问题，劳动冗余相对比较严重，这与劳动者的素质、对劳动者的管理水平等有密切关系。表7列示了各冗余为0的省份，并将其他省份以各平均数为临界点，分别按照年均劳动冗余、资本冗余和互联网冗余进行了分组。
表7  2012-2021年各省份年均投入冗余比例情况
	劳动冗余情况
	冗余比例=0
	北京、广东、江苏、辽宁、河北

	
	0＜冗余比例≤8.79%
	黑龙江、山西、吉林、新疆、贵州、内蒙古、陕西、上海、甘肃、广西、湖南

	
	冗余比例＞8.79%
	湖北、云南、河南、江西、海南、宁夏、浙江、天津、山东、四川、安徽、福建、重庆、青海

	资本冗余情况
	冗余比例=0
	北京、广东、江苏、贵州、江西、海南、宁夏、天津、
福建、重庆

	
	0＜冗余比例≤5.05%
	甘肃、河南、湖南、黑龙江、新疆、上海、广西、陕西、山西、吉林、辽宁、云南、湖北、河北

	
	冗余比例＞5.05%
	内蒙古、青海、安徽、四川、浙江、山东

	互联网冗余情况
	冗余比例=0
	北京、广东、江苏、河南

	
	0＜冗余比例≤5.02%
	云南、陕西、浙江、四川、安徽、山东、广西、湖南、内蒙古、河北、辽宁、湖北、黑龙江、吉林、甘肃、山西、贵州

	
	冗余比例＞5.02%
	福建、新疆、重庆、上海、海南、江西、天津、宁夏、青海


注：海南的劳动冗余、资本冗余和互联网冗余在2015年之后均为0。省份在各组的排名按照冗余比例从小到大排列。
表7中冗余比例等于零表示此项投资效率较高，不存在投资浪费现象；冗余比例小于平均数说明此项投资虽然存在投资浪费，但使用效率在全国尚处于较好水平；冗余比例大于平均数说明此项投资存在较严重的浪费和效率不足，需要加大力气改善。对于劳动冗余比例较高的省份，要注重提高劳动力素质、建立良好的人才政策来激励人才的潜力。对于资本冗余比例较高的省份，要注重提高资金管理水平和资金配置效率，改善资金配置政策。对于互联网冗余较高的省份，应该注意发挥现有互联网应有的价值，并减少互联网方面的投资。
具体来看，北京、广东、江苏各冗余比例均为0，达到了DEA有效。贵州、甘肃、湖南、黑龙江、广西、陕西、山西、吉林、辽宁、河北各冗余比例较低，说明投入资源浪费较少，达到了较好的效果。新疆、上海劳动冗余比例和资本冗余比例都较低，但存在较高的互联网冗余，说明互联网设施没有发挥最大的价值，可以适度减少互联网的建设。河南、云南、湖北资本冗余比例和互联网冗余比例较低，但存在较高的劳动冗余，说明这几个省份要着力提高劳动者素质、提高人才管理水平。浙江、山东、四川、安徽互联网冗余比例低，但劳动冗余比例和资本冗余比例都较高，说明该四省份应该加大对资金的管理力度，合理分配资金资源，并加大对劳动者的管理水平。江西、宁夏、天津、福建、重庆的资本冗余等于零，但劳动冗余比例和互联网冗余比例高，说明该五省份资金管理水平较高，但劳动力素质和互联网利用能力有待进一步提高。内蒙古的劳动冗余比例低，但资金管理水平和互联网利用能力需要改进。海南省在2015年后各项冗余的年均水平都达到了有效，说明海南省近年来各方面提升很快，投资效率有了很大进步。青海的各项冗余比例均较高，需要在资金管理、劳动者管理、互联网利用上都要花大力气改善。
六、主要研究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在我国数字技术研发投入不断增加的大背景下，本文使用2012-2021年各省份投入和产出数据，运用DEA模型对各省份数字技术创新效率进行了静态分析、动态评价和投入冗余分析，得出的主要结论如下：
1.全国总体分析结论
2012-2021年我国数字技术创新效率呈增加趋势，2019年全国平均效率进入良好水平，且效率低水平省份数量下降明显。但仍然有超过三分之一的省份处于较低水平，效率发展不平衡现象依然严重。进一步分析后发现，数字技术创新效率低的主要原因是纯技术效率较低，且省份间不平衡现象更加突出。由此可见，省份间技术管理水平、劳动者素质等存在较大差异。
通过动态分析发现，除去受疫情影响比较严重的2021年度，全国数字技术创新效率增长明显，尤其2017年以来，年均增长率超过20%。但进一步分析后发现，效率增加的主要贡献是技术进步，而由技术管理水平的提升而带来的纯技术效率增长缓慢，有近三分之二的省份处于基本不变或下降趋势。大部分省份的规模效率处于增长状态，可以适当加大对数字技术的投资力度。
2.区域分析结论
首先看各地理区域的情况。从数字技术创新效率年均水平来看，东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处于良好水平，西部地区处于合格水平，中部地区处于较低水平。2019年以来西部地区发展很快，已经进入良好水平，中部地区一直处于低水平，改进不明显。从动态发展趋势来看，东部地区和东北地区数字技术创新效率的增长主要得益于技术进步，由于管理水平的提升而带来纯技术效率变化幅度较低，由于规模增长而带来的效率提升幅度减弱，可以适当缩减投资规模。西部地区数字技术创新效率的增长幅度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且纯技术效率的增长幅度较高，潜力巨大。中部地区效率增长一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且其纯技术效率出现不断下降趋势，需要花大力气改善技术管理水平。西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的规模效率处于不断增长状态，可以增加对两大地区的投资力度。
其次看全国重点发展战略区域的状况。从静态指标来看，国家近年重点发展的经济战略区域中，长三角经济区的效率处于良好水平但增长乏力，增长乏力的主要原因是纯技术效率增长缓慢，在有些年份甚至出现下降的情况。京津冀经济区的年均效率虽然处于合格水平，但在2018年以后出现很好的增长势头，尤其纯技术效率在18-20年出现较大幅度的提升，这与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和北京的“牛鼻子”带头作用密不可分。长三角经济区和京津冀经济区基本处于规模效率不变或递减的状态，可以考虑减少相应投资。长江经济带上游地区的年均效率处于合格水平，但2017年以来出现较大幅度的增加，其纯技术效率增加势头良好，且有较高的规模效率增长，因此应该加大对长江经济带上游地区的投资力度。长江经济带中游地区的效率一直处于低水平且增长乏力，纯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增长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要下大力气提高管理水平、要素质量和要素配置水平。黄河流域经济带年均效率值处于合格水平，其上游地区的产出效率增长迅速，是全国增长速度最快的区域，发展态势良好。但中下游地区表现比较平稳，2018年以来增长幅度有所下降，纯技术效率增长缓慢。
3.投资冗余分析结论
通过对2012-2021全国各省份的投资冗余分析可以看到，年均各项投资冗余比例均为零的省份较少，多数省份处于效率非有效状态。劳动冗余比例平均水平较高，且有近一半的省份存在高于平均水平的劳动冗余现象，说明我国劳动力水平较低、存在较严重的人才管理问题。资本冗余有效省份达到三分之一，仅有6个省份资本冗余比例较高，说明全国整体资金管理水平和资金配置效率较高。互联网有效使用省份较少，有较多省份存在互联网冗余现象，说明我国互联网建设近年来发展迅速，可以有效支撑数字经济的发展，未来可以适当减少互联网建设方面的投资。此外，通过省份分析可以看到，省份之间的冗余现象尤其劳动冗余不存在明显的区域关联，在同一地理区域或者同一国家重点发展区域内，会同时并存冗余比例为零和冗余比例较高的省份，由此可以看到，区域优势并不明显，区域间的合作和交流需要进一步加强。
（2） 建议
1.改善数字技术创新和发展环境，提高数字技术管理水平
我国目前数字技术创新效率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纯技术效率低且增长缓慢，这与技术创新环境和管理水平密切相关。首先，地方政府要转变工作作风，建立宽松的政策环境。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上的讲话指出，政府科技管理部门要“抓战略、抓改革、抓规划、抓服务”，即地方政府把主要精力放在战略规划上，善于做“减法”，强化服务措施，给予科研单位足够的自主权和发展自由，让科研人员能够集中精力搞技术研发。其次，建立数字技术开放机制，健全数据资源共享制度，推动数字技术知识的高效分享及传播；构建开源技术生态，加快建设开源生态平台，引导全社会人才参与到关键技术的开发和应用，实现群策群力推动数字技术的迭代更新和精准应用。再次，地方政府主导或引导企业建立数字技术成果转换平台，推动数字技术的市场化和产业化。链接投资机构、银行、高校、企业共同协作，实现科研项目的有效孵化和成果转换。
2.建立数字人才培育和激励机制，提高数字技术人才水平
目前我国数字技术产出过程中存在较严重的劳动冗余问题，说明数字技术人才管理机制存在问题。首先，在人才培养中，既要培养能够在数字技术领域突破瓶颈、勇于克服难关的拔尖创新人才，也要培养能够将数字技术运用于产业中的应用型创新人才。大力发展校企合作，搭建高校与企业互通合作平台，充分发挥高校的作用解决实际应用难题，并提高高校科研成果的社会有用性和产业转换率。其次，建立能够使人才脱颖而出的考核机制和激励机制，激发人才的创新意愿和潜能。改变急于求成的功利意识，鼓励科研人员探索新领域、提出新理论和新方法。再次，充分发挥开源平台的优势，将大学生、公司研发人员、社会人士都纳入到开源社区中，使其有机会接触世界领先数字技术和项目从而快速成长。完善开源社区激励机制，使更多人才加入到数字技术的建设和探索中来。
3.加强区域内部交流与合作，扩大区域优势
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是二十大提出的国家重点战略之一，旨在高质量发展中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和不充分问题。本文分析发现，虽然省份间、区域内部发展不平衡现象依然存在，但近几年有了明显改善，这与国家采取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密不可分。但在分析劳动冗余时发现，同一区域内的省份存在明显的劳动冗余差异，这说明在同一区域内，人才政策好的省份越是能够吸引优秀的人才，反而对周边省份形成人才威胁。因此，区域内的沟通交流、政策的协调统一非常重要。劳动冗余较为严重的省份应该多向周边劳动效率高的省份取经学习，形成更加优秀的人才政策和人才管理激励制度，防止人才流失和吸引人才回流，并激发已有人才的创新潜力，创造更多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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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Measurement and Regional Difference of Digital Technology Innovation Efficiency in China
Zhou Zaixia 1, Zhang Yuming 2, Lv Qiang 1
(Jinan Campus, SUST, Jinan 250031, China; 2. School of Management,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250100, China)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speeding up the formation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the ability of digital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s very important to the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of cities, regions and even the whole society. On the basis of clarifying the related concepts of digital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taking the input-output data of digital technology in 30 provinces of China from 2012 to 2021 as research samples, we use BBC model and Malmquist index model are to analyze the efficiency of digital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n various provinces and key regions of China. It is found that the unbalanced development of digital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efficiency in China is serious, the pure technological efficiency is low and the growth is slow, so it is necessary to establish a goo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environment and optimize the technical management level. The central region and the middle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have been at a low level and the growth is weak, and great efforts need to be made to improve it. Most provinces have serious labor redundancy problems, and there are obvious differences in labor redundancy in the same region, so it is necessary to establish a unified and scientific talent management mechanism in the region.
Key words: digital technology innovation efficiency; The BBC model; Malmquist 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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